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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籍先进分子群体与中共早期工人运动研究 

李云波
1
 

(嘉兴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嘉兴 314001) 

【摘 要】：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本身就是中国工人运动发展的结果，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是中国共

产党成立的必要条件。以陈望道、俞秀松、沈玄庐、施存统、邵力子、王会悟、倪忧天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浙籍先进

分子，在早期工人运动中担当了重要角色：启蒙了工人的阶级觉悟、引导工人运用正确的斗争策略；积极发起和组

织工人运动，如成立浙江印刷公司工作互助会、掀起杭州理发工人罢工风潮等，推动了浙江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发

展。陈望道等浙籍先进分子群体在中国早期工人运动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亦彰显了浙籍先进分子在中共创

建史上作出的突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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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摇篮，亦是近代新思想和进步社会运动的主要萌发地。中共建党前后，以上海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活跃

在文化界并主要依托报刊、杂志等出版物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先进知识分子群体，而浙江籍的知识分子又是其中的突出

力量。他们重视在工人当中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和宣传，关注工人生存状况，提高其阶级觉悟，激发其革命斗志，促进了

中国工人阶级革命意识的觉醒和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 

一、浙籍先进分子群体与工人阶级觉悟的提高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浙江籍的先进分子成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队伍中的杰出代表，他们凭借上海开放多元的文化环境和

发达的传媒网络，积极传播新知识、新思想，尤其通过建立自己的宣传载体和传媒网络，积极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成为早期

工人启蒙运动中的重要推动力量。 

(一)浙籍先进分子积极从事新知识、新思想传播 

上海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集聚着最广大的工人阶级队伍。据 1920年的初步统计，上海工人阶级的人数已发展到 50

余万人，占全国产业工人总数的四分之一左右，成为中国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地方。与此同时，资本家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亦较

他处更为尖锐。据不完全统计，1919年下半年，上海工人罢工达 13次，1920年增加到 56次，其中 5月至 7月因米价暴涨而要

求增加工资的罢工达到 33次。[1]上海《劳动界》第 22册则刊载统计，1920年，上海共发生罢工 40次。[2] 

除了经济社会形态上的独特性外，作为全国的文化和舆论中心，上海还是先进知识分子的集聚地，是中国“社会主义者活动

的主要中心”,在中共建党前后共出版有 300多种进步报刊，是当时“共产主义出版事业的主要中心”和社会主义思潮的重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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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地。[3]五四运动的爆发，极大地促进了社会主义思潮和工人运动的结合，使其成为上海思想文化领域的又一特点。 

浙江毗邻上海，与上海趋同的历史文化因素以及浙江重教育、善创新的人文精神，使大批浙籍知识分子自近代以来即赴沪求

学或留学后回沪谋职，他们逐步在上海文化界、教育界、出版界等担当重要角色，亦在诸多的社会进步运动中起到重要作用，特

别是他们在上海创办进步报刊，形成了强大的思想影响力和号召力，进而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队伍

中的主力之一。 

中共建党前后产生广泛影响的进步期刊中，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及《星期评论》都是当时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代表性刊物，而浙籍先进分子在其中担当了重要角色。《觉悟》副刊创办于 1919年 6月 16日，由邵力子主编，他在该刊发表的

文章约有 950篇，其中有相当部分是专论马克思主义的，如《提倡社会主义决不是好奇》《马克思底思想》等。
[4]
此外，陈望道、

沈玄庐、沈雁冰、刘大白、夏丏尊、施存统等也都是该刊的主要撰稿人。《星期评论》创办于 1919年 6月 8日，由沈玄庐、戴季

陶担任主编，着重研究和介绍各种社会主义，报道世界和中国的劳动运动，戴季陶在该刊共发表文章 139篇，沈玄庐、沈仲九、

刘大白分别发表 121 篇、11 篇、10 篇，四人文章总数占《星期评论》全部 490篇的 57%,为该刊影响力的提升做出了重要贡献。
[5] 

除《觉悟》和《星期评论》外，还有陈望道于 1920年全面参与编辑的《新青年》杂志，沈玄庐参与编辑的《劳动界》周刊，

俞秀松、宣中华主编的《浙江新潮》、俞秀松协助上海“工商友谊会”创办的《上海伙友》周刊等，都是中共建党前后浙籍先进

分子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舆论阵地，其中如《浙江新潮》还在日本、北京、上海、湖北等 30多地设有代派处，尽管其创刊时

间不长，却影响广泛。[6]浙籍先进分子通过这些刊物传播新思想，对进步青年产生了显著号召力，成为“浙江先进青年寻求真理

的重要落脚点，五四运动后大批浙籍学生来到上海，都与他们发生了联系”。[4] 

(二)浙籍知识分子通过宣传和教育启发工人阶级的觉悟 

现代革命，只有实现知识分子与劳苦大众相结合，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五四运动后，工人阶级开始觉醒，并逐渐成为中国

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主要力量及中国革命的新型领导阶级。[7]与此同时，从新文化运动中另辟道路的一部分知识精英转而成为中国

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研究和宣传俄国式的社会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主张“劳工神圣”,决心“与劳工为伍”,重

点在工人当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8]为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做出了重要贡献。 

工人觉悟的第一步，是要认识自己的阶级处境，“要把自己所受的痛苦，尽量地宣泄出来，好引起社会的同情”。[9]浙籍先

进分子在向工人传播进步思想的活动中，首先关注的即是工人的生存现状。1920 年，戴季陶在《星期评论》上揭露上海纺织企

业工人所遭受的剥削，指出“一天拿了一角至三角的工银，嘿…嘿…的做十二点钟工，这种好劳动力的卖主哪里去找?有了这种

好的劳动力卖主，方才可制造许多剩余价值来，使他们分到 40%的红利”。[10]沈玄庐则在《价值和公道》一文中分析了劳工与资

本家在创造价值和享有财富方面的种种不公平：“值价钱的不是东西底本身，是劳动者底工作。所以做工的人要拿工钱的。”但

是，“我们自己底工，要他们(行东、厂主、雇主)定价值；由我们的工做出来底货物，也要他们定价值。……我们不能化草鞋钱

买布鞋皮鞋，他们倒能够化草鞋工钱来买布鞋皮鞋的工，这不是一椿很蹊跷很希奇的事情吗?”[11]这些犀利的文字，一方面可以

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另一方面有助于各界进步人士对劳工阶级给予极大的关注和同情。 

除了针对劳工工作环境和生活处境的这些生动刻画和分析，陈望道还明确主张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来

阐释劳工运动问题，认为工人与厂主之间的分立，其实质乃是阶级之间的斗争。1921 年，在《罢工底伦理的评判》一文中，他

进一步分析，“我们所谓争斗是阶级的争斗；……争斗一次，恶劣性多少总可减少一度；争斗强烈一点，那恶劣性多少也总可格

外消除一点。所以我们决不反对这意义的争斗。不但不反对，而且赞成，而且主张，而且顽强地、燃烧地主张。”[12]这就自然而

然地将工人阶级纳入到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的范畴，鼓励工人阶级开展坚决的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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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浙籍先进分子还主张文化界、教育界应利用各自优势积极向劳工开展阶级意识的启蒙和教育，推动工人阶级思想

觉悟由“自在”向“自为”的转变。如邵力子在《劳工底自鸣》中指出：“我们也不能不希望有志改造社会者，各尽其能力，为

劳工代作喉舌。”
[9]
 

1920 年 8 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发起创办的《劳动界》周刊正式创刊，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份通俗工人读物。之

所以创办这个刊物，是因为“我们印这个报，就是要教我们中国工人晓得他们应该晓得他们的事情。我们中国工人晓得他们应该

晓得他们的事情了，或者将来要苦得比现在好一点”。[13]为此，陈望道、沈玄庐等人连续在《劳动界》上发表文章，结合工人的

生活工作实际，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和团结斗争精神，向工人介绍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主张通过社会主义的方案来改造

社会。如沈玄庐在《什么叫做“非社会主义”?》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是各人尽各人所能够尽的能力，做出有益于人类

的东西来，各人得到各自需要的均等的享用；多余的，拿来供给大家底老年人，小孩子，生病的。’……凡是地主，行东，厂主，

老班，都不说‘是社会主义’;工人，农夫，矿夫，夥友，都不说‘非社会主义’。”[14] 

除《劳动界》周刊为劳工鸣不平、争权益外，《浙江新潮》还主张中国进步青年应在教育和指导劳工阶级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现在吾国的劳动者，因为没有受教育的机会，不识文字的人，尚居多数，本报要靠文字的力量，促进他们的自觉和联合，是很

不容易的。我们以为青年的学生，是中国很有希望的平民，教育劳动者，实在是他们最重要的责任。所以本报一方面直接负促进

劳动者的责任，一方面又当鼓吹学生担任教育劳动者的职任。”[15] 

工人的困苦境遇，必然促进其反抗意识的觉醒。对于这些反抗斗争，浙籍先进分子给予了热情的赞扬，称“劳动万能”“劳

动神圣”。1920 年 2 月至 4 月，香港机器工人举行同盟罢工，邵力子评价指出，“这一次胜利，也算是中国劳动者第一次的胜

利”,他认为：“香港机器工人多数是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此次罢工的道德，真令人料不到，曾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恐怕也赶

不上”。
[16]

在赞扬工人斗争的同时，浙籍先进分子还将改造中国的责任寄希望于工人阶级。1919 年 11 月，《浙江新潮》发刊词

中明确指出：“我们以为改造的责任，在于农工劳动的；改造的方法，在于‘自觉’和‘联合’。……我们以为劳动阶级，占全

世界人类的最大多数，而且都能尽互助、劳动的责任；但是生活的苦痛，唯有他们受得最甚。所以我们以为改造的责任，不能不

由劳动者担任。”[15]这表明，在中共建党以前，浙籍先进分子已初步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信仰，并决心投入到工农运动的

实践中。 

二、浙籍先进分子群体对工人斗争策略的引导 

为了更好地引导工人开展有组织能力的革命斗争，浙籍先进分子在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启蒙和宣传的同时，越来越重视对

工人斗争策略的建议和指导，尤其重视工会组织问题，强调知识分子、其他进步团体与工人建立广泛革命联盟的重要性。 

(一)积极呼吁成立工会组织 

工人阶级受制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只有依靠组织的力量才能凝聚起强大的战斗力，才能取得

社会革命的成功。正如陈望道所言：“劳动者唯一的靠着，就是‘劳动联合’。”[17]五四运动前后，各地爆发的工人运动之所以

不能取得完全性的胜利，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不能组织强有力的工会组织。 

1920年 5月，戴季陶在《星期评论》劳动纪念号上发表《上海的同盟罢工》一文，详细分析了上海工人运动中存在的不足，

一方面：“质言之，就是没有工会。所以他们的‘同盟’,并不是在平时组织的，大多数都是因为一问题发生，然后才组织一个

‘临时的同盟’。这一个临时的同盟，当然组织不容易周密，所以很容易发生‘罢工破坏者’?就是受资本家的运动，先行上工，

或是竟不参加罢工，反而妨害罢工的人。于是罢工的行为，不能整齐严肃。”另一方面，因为没有工会，“平时对于劳动争议，

没有预备，没有罢工基金。所以罢工一旦继续到两三天，罢工者已经困难到了不得。即使没有‘罢工破坏者’发生，已经非屈从

资本家的要求不可。这是罢工者很大的弱点”。
[18]
由此认为，要谋劳工运动的发展乃至争取无产阶级革命的最后成功，首先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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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工会组织，“然后各产业部门的劳动者，方才能够协同一致，以继续的普遍的努力，造成劳动者团结的劳力”。[18] 

沈玄庐也很早意识到工会组织的重要性。1919 年 6 月，他在《上海罢工的将来》一文中指出，对于罢工运动，“工人必须

有严格信条、合于道德公理、正义的组织”,且“切不可为政客或军人所利用”。[19]1921年他在《工人有组织团体底必要》一文

中进一步指出，要实现罢工运动的根本胜利，“就要从组织团体做起。团体，大团体，总联合团体，组合好了，那才真是自己底

胜利”。[20] 

除了陈望道、戴季陶、沈玄庐等人外，中华上海女界联合会的代表王会悟亦特别强调工会在罢工运动中的重要性。上海工人

数量为全国之最，而“丝厂、纱厂、香烟厂的女工占一半以上”,[21]1922年 4月，上海浦东日华纱厂女工因不堪忍受资本家的虐

待，举行了长达 13 天的罢工斗争。罢工斗争发生后不久，王会悟在《妇女声》上指出，工会是劳动妇女阶级争取解放的关键，

“当你们被你们的厂主凶恶待遇的时候，你们结团体去抵抗他。这是再好没有的方法了。你们的工会，就是你们团结的中心点。

你们和厂主有什么交涉事情的时候，假使你们一个人去是不行的，你们二三十人去也是不行的，因为你们厂主对于你们少数人很

容易处置的，他可以停你们的工，他可以另外去找人来代替你们。资本家现在最怕的，就是工人的工会。……工会是你们的命

脉，……我们都是无产者，我们要互相携手，互相救济呀!”[22] 

在浙籍先进分子的积极呼吁下，工人阶级的团结斗争意识得到明显增强。1921 年 3 月初，上海法租界电车工人为改善待遇

组织罢工，他们说“资本家知道我们工人至今没有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我们无法开展斗争。因此，他们用停工﹝译注：封闭工厂

(车辆)﹞的办法来与我们作对，然而我们是充分地组织起来的，如果他们继续停工，我们将得到电力工人和水厂工人的支持，我

们将使这个城市没有光，没有水”。俞秀松等人认为，“这些工人已经有了阶级觉悟，并且了解资本家的伎俩”。[23]208 

(二)倡导工人阶级与进步社会力量结成革命的联盟 

工人的觉醒和工人运动的高涨单单依靠自身的力量是不够的，社会各界均应担负起对于劳工阶级的责任。浙籍先进分子认

为，尤其要动员社会力量通过各种形式以实际行动支持工人运动。邵力子在《劳工神圣》一文中指出，“劳工神圣这句话，要几

方面去实行。一面尊重现在为劳动者地位，尽力谋他们的利益；——包括教育经济种种——一面改造现在没有为劳动者的心理，

教他们晓得工作的可贵。”[24] 

知识分子除了发表大量文章直接替工人发声外，还应帮助工人提高自身文化水平，提高他们开展阶级斗争的自觉性、主动

性。为此，陈望道曾“到沪西工厂去开办工人夜校，为他们上课，直接向工人群众作宣传鼓动”。[25]169此外，文化界、新闻界还

要为工人提供发声的平台，倾听来自工人自己的声音。如《劳动界》周刊就明确指出，“对于工人现在的境况，当然尽力调查，

尽心记载。但是恐怕我们调查，不能处处都到，一切情形，不能细细采集。所以我们很欢迎工人将自己要说的话任意投稿到本报

来，本报决计赶快登载。”[26] 

全国各产业工人的广泛联合及社会公众对于劳工阶级的积极声援，亦是工人运动得以顺利开展的重要一环。戴季陶在分析

上海工人罢工存在的缺陷时曾经指出，“没有‘同情的罢工’、‘声援的罢工’,这也是一个大缺点”,“社会一般对于劳动阶

级的同情心，非常稀薄。一个同盟罢工的事件发生，言论界和社会公众，对于劳动者不能表同情。所以既不能鼓励罢工者的勇气，

而对于虐待劳动者的资本家，也不能加以严厉的批评和惩罚”。[18]邵力子同样指出，某一产业或工厂的罢工不单是他们自己的

事，“实是全体劳动界底事，更是全体中国人底事”。
[27]
他呼吁：“青年们快各尽力所能及的罢!还得‘要爽爽直直’,不然，时

机一失，便是追悔也来不及了!”[28] 

浙籍先进分子的积极呼吁对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起到重要影响。如 1922年初的香港海员罢工，沈玄庐等人的积极声援和各

界的支持，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邵力子曾在《中国劳工运动史上的大光荣》一文中记录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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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海员罢工，前次某报专电，说宁波籍海员没有参加，那时玄庐适来上海，谈及此事，以为这是我们浙江人底奇耻，也是

中国劳工底大污点。他就写信给广州香港两处朋友，设法劝告宁波籍水手勿破坏团体。现在他们已有电报到上海，声明华人海员

一律参加，并希望各处宁波人概勿受雇。这已是很可欢喜的消息。而尤在中国劳工运动史上特放异彩的，即省工七十万人每人捐

一日工资为海员用费。一日工资虽然有限，而精神上直欲团结全劳动界与资本家奋斗。我相信这次海员罢工倘不得胜利，那七十

万人必能继续援助，集全劳动界而为一大联合，其精神直超过一切所谓‘职业联合’和‘产业联合’之上。中国劳动界底觉悟能

如此迅速，真是可喜可贺![29] 

三、浙籍先进分子群体与工人运动的实践 

浙籍先进分子群体对于工人阶级的启蒙和指导并不仅仅停留在纸面上，而且将其化为实际的行动，在与工人广泛结合的基

础上担负起帮扶和动员的作用。他们不但在上海广泛参加工人运动，还推动了浙江省内早期工会组织的产生和工人运动的发展，

开启了浙江现代革命运动的篇章。 

(一)积极推动上海地区的工人运动 

俞秀松在中国早期工人运动史上做出过突出贡献，被誉为“自觉、主动地到工厂当工人，走与工人相结合道路的先行者”。
[30]早在 1919年，他在参与创办《浙江新潮》时即指出，“等到学生都投身劳动界，那么，改造的目的，就容易达到了”。[15]1920

年 3月，他吸取北京工读互助团失败的教训，指出“要改造社会，终不能一时离开社会”,声称自己“不想做个学问家(这是我本

来的志愿),情愿做个‘举世唾骂’的革命家!”1 不久，他毅然离开北京南下上海，改名换服进入厚生铁厂做工人，尝试在深入

调查工人生产、生活和思想境况的基础上，试验其社会主义的新方案并实现对中国社会的根本改造。 

俞秀松在厚生铁厂的工作经历，使他深刻认识到有多种方式去发动工人，但不管采用哪一种方式，其前提均是要深入工厂、

与工人直接地接触，否则工人的觉醒和联合是不可能实现的。有鉴于此，早在厚生铁厂做工期间，俞秀松就开始参加工人运动，

“五一节那天，我和其他同志想组织一次游行，没有能成功。但我们还是聚集起了二、三十个人，开了一个短会，这对上海无产

阶级来说是第一次”。[23]2301921年初，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职工运动委员会，以推动上海地区的工人运动，[31]俞秀松“主要

负责应付流氓，为发展工会准备条件。那时上海流氓很多，很凶，受工部局指使，大流氓就在巡捕房做事。我们要做工会工作，

一定要应付这批人”。[32]正是在不断地实践中，俞秀松逐步坚定了自己的革命理想，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发起人和社会主义

青年团的重要创始人。 

除俞秀松外，曾与他一同到北京参加工读互助团的施存统也很早意识到与工人结合的重要性，“我们要改造社会，必须要知

道社会底实况，要知道社会的实况，必须要钻到社会里去。……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33]而钻到社会里的第一步，就是要先

钻到工厂里去，“社会革命一定要以工场作战场，如果决计要想社会革命，必定要钻进工厂里去”。[34]这表明，当时的知识分子

“已开始由抽象地歌颂劳动和在旁边评论罢工斗争进步到想到工人中间去工作了，这是知识分子与劳动结合的开始，是一个可

喜的跃进。”[35]205此外，陈望道还积极参与上海地区纺织、邮电、印刷三个行业工会的组织工作，[36]329使其成为“上海党组织指

导下建立起来的第一批工人群众组织”。[25]170同时，陈望道曾多次走上街头，配合工人举行“五一”节庆祝活动，或在节假日到

上海街头向工人宣传革命的思想。1922 年初，他与沈雁冰、陈独秀等七八名共产党员在上海大世界和南市等地向市民散发拜年

卡，卡片反面写着一首歌词，称“天下要太平，劳工须团结。万恶财主铜钱多，都是劳工汗和血。谁也晓得：为富不仁是盗贼。

谁也晓得：推翻财主天下悦。谁也晓得：不做工的不该吃。有工大家做，有饭大家吃——这才是共产社会太平国”。卡片共计“印

了一万余张，分送各地工友”。[37]陈望道后来曾回忆：“人们一看到贺年片就惊呼：不得了，共产主义到上海来了。”[36]330这种

街头的宣传和鼓动，对启发劳工的思想觉悟是一针强心剂，进一步鼓舞了他们团结起来进行斗争的决心。 

王会悟也积极参与到上海各界女工的罢工运动中。1922 年 5 月，浦东陆家嘴日华纱厂全体工人为争取正当权益发生大规模

罢工，王会悟给予有力的支持，她赴日华纱厂女工中去发表演讲，工人听讲者“来来去去者不下二千余人”。演讲中说，“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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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为我工人找幸福、谋快乐、保全生命的东西，所以我们工人对于工会，是无论如何，必要维护的，但是厂家他是知道工会不

利于他们的，所以他也是无论如何，想要将工会打倒的，在此时就看我们工人与厂家决战的胜败了，我们停一天工，不过二三角

钱，厂家停一天工，他就要损失二三万，所以他无论如何，是敌不过我们的，在此时就全凭我们坚决心，将最近的关头扛过，一

得了胜，前途幸福就无量了。望诸位努力齐心，向前进”。工人听罢后备受鼓舞，“掌声如雷”。之后，王会悟又与女工头“作

谈话式的演讲”,并随后“到平民窟裏乱穿，去与那些破衣人作演讲式的谈话”,广泛激发工人的革命情绪。[38]通过王会悟等人

的工作，进一步增强了工人的阶级观念和革命的组织性、纪律性，扩大了工人运动的群众基础，有力推动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

的革命活动。 

(二)组织发起浙江地区的工人运动 

在浙籍先进知识分子的积极推动和参与下，浙江省内的工人运动也逐步开展起来。五四运动前后，杭州的先进知识分子为了

印刷宣传品和报刊杂志，首先与印刷工人打上了交道，而印刷工人因为文化程度较高、经常接触进步印刷品的原因，也容易被动

员起来。据徐梅坤回忆：“1920 年初，我在浙江印刷公司当印刷工人，为了把杭州印刷工人组织起来，我在全城印刷厂、报馆

的工人中奔走联络，向印刷工人说明，要组织工会，以增进团结，加强力量。这一倡议，立即得到大多数工人的赞同。”2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1920 年七八月间，杭州印刷工人倪忧天、徐梅坤、田恺(田庆霖)等在“五四”运动期间“救国十人

团”3的基础上，发起组建了“浙江印刷公司工作互助会”,旨在促进杭州地区印刷工人的大联合，动员其团结起来争取自己的权

益。倪忧天当选为总干事，“他是这组织中的中坚分子；他于这组织的成立及曲江工潮的扶养，都有莫大的功劳。……这种诚挚，

勤恳，而有毅力的人，是我所少见于工人中及平日朋友中的”。[39] 

浙江印刷公司工作互助会成立后最重要的成绩，就是于 1920年 12月创办了互助会刊物——《曲江工潮》半月刊，以揭露反

动势力，唤醒工人的阶级觉悟和斗争意识为宗旨，不但是浙江第一份工人刊物，还是全国最早的工人阶级刊物之一。该刊每月印

一二百份，共发行了 14期，先是聘浙江第一师范学生钱耕莘(耿仙)担任主编，后又聘请浙江第一师范魏金枝、陈乐我接任。[39]

从目前仅存的第三期内容来看，该刊有着鲜明的政治态度和强大的鼓动力，如倪忧天的《工人解放底先决问题》、查猛济的《工

人教育底目的》、义璋的《劳动和文明》、慎予的《仇人与恩人》等文章，都具有鲜明的阶级观点，号召工人组织起来改造旧社会，

并向工人介绍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40]另据徐梅坤回忆，《曲江工潮》通过多个方面来传播新思想，“有的揭露资本主

义社会制度的罪恶与黑暗；有的号召工人组织起来，同资本家作斗争；有的宣传无政府主义；有的宣传学文化；也有的提倡女权；

还发表一些小说和诗歌。《曲江工潮》当时曾轰动了江浙地区。”4除了创办刊物外，浙江印刷公司工作互助会还时常邀请施存统、

宣中华等进步分子来给工人作时事讲演，倪忧天说：“以我现在眼光看来，这就是在宣传社会主义革命的道理。正由于这样，激

发了不少工人的觉悟。”
[41]2

 

《曲江工潮》创刊后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据《中华实业丛报》评价，“曲江工潮，为工界之明星，劳动家读之，可以增

长知识，灌输文明。资本家读之，可以改进思想，顺应潮流，以博美誉。”[42]另据学者研究指出，《曲江工潮》在当时浙江众多

介绍十月革命、宣传社会主义的刊物中独树一帜，“从而引起社会的注意和受到进步力量的好评”,上海《民国日报》就曾对该

刊作过几次报道，赞誉其办刊成绩。[43] 

1921 年 11 月，由于劳资双方矛盾加剧，浙江印刷公司工作互助会遭到公司资方非难，不久被强行解散，《曲江工潮》在出

版 14 期后终刊。尽管如此，互助会骨干成员并没有因此停止活动，“工界中人，和一切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同志，加以研究，

加以卷土重来的精神，再来联合”。[39]如徐梅坤曾改名换姓到浙江省立贫民习艺工厂当艺徒，在沈玄庐的支持下，他“带领艺徒

们到省议会去请愿，要求改善待遇”,并最终取得了胜利。41924年初，倪忧天在杭州联合部分印刷工人、排字工人约 50余人发

起成立“杭州印刷工人俱乐部”,参加反对地方军阀的斗争，在军阀通缉名单里，“有十七人是我们印刷工人俱乐部部员”。[41]3-

4到大革命时期，浙江印刷公司工作互助会成员已大多成长为优秀的革命者，上海工人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多系从杭州转过去的”。
[4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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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印刷公司工作互助会是浙江最早的工会组织，亦是我国第一批出现的现代工会组织之一。5 其成立时间几乎同步于上海

共产党早期组织，而且“其组织章程、活动情况和发展方向，在同时期的工会组织中是无与伦比的”。[44]36-37 更须注意的是，浙

江印刷公司工作互助会还承担过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宣传品印刷工作，“共产主义小组的宣传品，时常通过他(徐梅坤)去印

刷。”6换言之，浙江印刷公司工作互助会曾受到上海浙籍先进分子的重要影响，如施存统、宣中华等都曾为办好《曲江工潮》

作出重要贡献，[43]徐梅坤等人还在他们的影响和帮助下最终走上革命的道路。 

除了浙江印刷公司工作互助会的进步活动外，在浙籍先进分子的参与和支持下，1921 年 5 月，浙江还爆发了著名的“杭州

理发工人罢工风潮”,24 日，杭州理发工人向雇主提出关于改善待遇的五项条件，却被理发店雇主捉拿殴打并告到官厅。[45]对此，

工人提出“一天不答应，一天不上工。他们现在去告我们了，听说要把我们代表都拘留起来。我们主义打定了，要是果真这样，

我们一千多朋友都愿意一同去坐”
[46]

,由此标志着工人已经开始觉悟了，“知道团结，奋斗，和人的幸福了!”
[46]
5 月 27 日，杭

州警察厅在审理此案中庇护理发店雇主，工人决定进一步向省议会请愿，请愿无果后又相约脱离理发店，自行外出低价招揽生

意；同时印发了《杭州理发工人全体泣告书》,以征得社会各界的支持，其“泣告书”中写道： 

朋友们，人们生在世上，不谁都当有生存权吗!我们却是例外!——没有生存权!——也许我们不是人吧!资本和强权，高高压

在我们头上! 

朋友们，痛苦向谁诉呀!——不诉向和我们同感痛苦的朋友们，向谁诉呀! 

我们终日辛苦的收入，店主却安安闲闲地掠去十分之六!虽供给我们仅得生存的饭，菜蔬却每人只给三十四文，朋友们，扪

心想，怎样下饭!理发器具，概由我们自备，毫没津贴!朋友们，看，叫我们怎样度日!——有父母妻子的，更怎样度日! 

我们不能忍了!不能不要求了!但很微!只：饭菜概由店主供给；每天每人津贴理发器具费四十文。 

奇事!——也是极平常的事!店主不但不允所求，且靠着金钱和劳力来毒打我们、拘留我们!现在，在着拘留所里的，已有三

四十人呢! 

朋友们，不救救可怜的弱者的我们吗!我们一齐仰着首，盼朋友们底亲爱的援助![47] 

虽然该“泣告书”仍多停留在改善待遇等经济方面的问题上，但已展现出一定的阶级观念，并提出了联合起来的想法。《民

国日报》投稿作者铁郎认为，这些显然受到了进步分子的影响，甚至直接参与进来，曾发表许多谈话和演说。
[48]

另外，中共中央

编译局也研究指出，从行文来看，也基本可以断定这是出自知识分子的手笔。[35]206他们还进一步提出，发动工人，必须在语言上

更加贴合工人朴素的用语习惯才能取得好的效果，“我们不愿与劳动界携手则已，如果愿意与劳动界作一致进行，这种相同的工

具，大非研究不可。但又非闭户可以独撰，必须深入贫民窟里劳工丛中才能了解其运用和意义!同志们!去罢!”[48] 

这次“破天荒的罢工风潮”持续到 5月 30日结束，最终被警庭拘留的三四十名工人被释放。在权益诉求上，“以前只肯加

五个钱的，增加到十个了；主使毒打工人的雇主——马玉龙——也判决拘留四天了”。这只是工人斗争的初步胜利，但工人们从

此明确了革命目标和策略，坚定了革命意志，“他们都想到这回所以受尽雇主底虐待，是因为自己没有团体之故；人人都是散沙

一般的，哪能和店主们对抗?所以他们决定暂乘这机会告个叚落。罢工底事了结后，他们就着手组织理发业工会。这是杭州底明

星呵!我们盼望一天明亮一天!”[49] 

总之，中共建党前后工人运动的发展，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的最初探索。以陈望道、俞秀松、

王会悟、倪忧天等为代表的浙籍先进分子不仅开展了大量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工作，还积极领导上海、杭州等地区

的工人运动，对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斗争意识，以及扩大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阵营作出了重要贡献，亦奠定了他们在中共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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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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